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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能够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和大家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讨论一下“文明对话与儒

学创新”的问题。去年是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们又碰到了

“9·11”，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过于理想化，因为现

在我们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冲突。20世纪 90年代海湾战争后，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就是日本的一个教授叫福山，他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他利用黑格尔的一个观点指出，在

人类社群里各种文明冲突、文明讨论基本上结束，只有一种观点、一条路线是人类共许的，

即从西欧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模式，而这个现代化模式到了 20世纪 80～90 年代，就是以

美国为代表的现代  化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早期孔德所说的从神学阶段进入哲学阶

段、再进入科学阶段，迷信的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学、科学理性所取代。  

众所周知，现代化可以有四个不同的侧面：第一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要想

现代化是很困难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现代化不可否认的途径。另外就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多元多样的，它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标志。第三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社会利

益通过企业、媒体、学术、宗教或者社会运动等把社会动力调动起来，它也是现代化的标志。

第四是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权、法制等。

福山的观点提出不久，我的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基本理念。他认

为 21世纪在国际社群的冲突中，经济冲突、政治冲突还好办，最难的是文化、文明的冲突。

他特别指出西方文化发展面临两种挑战：一种是来自伊斯兰的文化，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挑

战，另一种是来自“儒教文化圈”，以中国为主的挑战。亨廷顿的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宰制

一切的观点，应该说这条路很曲折，不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很容易走上。亨廷顿的

基本理念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有矛盾冲突，但是将来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无法与西方文

明对抗，西方文明将来还是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也就是西化、现代化、

全球化。这是一根而发，它来自西方，来自美国，既不是来自东亚，也不能来自伊斯兰的文

明。  

可是，我们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的学术界，也不仅在“文化中国”的学术

界，也包括在美国、西欧的一些学者，包括在剑桥，在哈佛，现在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



提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前的看法是现代化出现以后，传

统就消灭了，现代化和传统是冲突的。现在我们认为，传统在现代化中不仅有消极的一面，

还有积极的一面。关于“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我曾编辑出版过一本书，即《东亚现代性

中的儒家传统》，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儒家传统，按照我的观点是多元多样的，

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儒家传统。我的构想是，儒家传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考虑。在历史长

河中，儒学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公元前 6 世纪

孔子时代一直到汉代末期)。假如没有儒家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认同也许就有不同的形式。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儒家文化在早期做出了一些贡献。很明显，比如说孟子。孟

子曾提出人禽之辨、夷夏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突出人性、文明、义理和王道的儒家

人文精神。这些问题的提出逐渐塑造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模式。当时，孔孟思想在政治上影响

不大，后来在教育、文化上影响逐渐扩大，逐步深入民间、深入政治文化，为中华文化的自

我认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应该说在不同的

时代，儒家文化处于不同的地位。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儒家只是百花中的一花，就不

算是主流。汉代即使独尊儒术，在早期也主要是黄老，后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家文化比

较受到重视。虽然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但也和其它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参照。中国文化波

澜壮阔。由于异族文化的介入，加上玄学，也就是道家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虽然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最好的知识精英里，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不

大，没有像佛教文化或者道教文化的影响那么大。我曾经面对台湾来的一些学生问过这样一

个问题，就是在汉朝建立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谁?其实我心里想的应该是玄奘。

像玄奘到西天取经回来之后，唐朝大帝国放假三天，唐朝的皇室出来迎接，然后在西安建立

了翻译馆，有几千人来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这在儒家的传统里不管是韩愈、朱熹还是后来

的王阳明，没有一个儒家的学者曾享受到过如此的风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儒家文化不

是主流文化。  

从 11 世纪(唐末宋初)儒家文化复兴即宋明儒学开始复兴，儒学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

儒家文化从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成为(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所说的)东亚文明的体现。儒家文

化从中国传到朝鲜、越南、日本、东南亚有海外华人社会的各地。19世纪中叶，从鸦片战争

开始，儒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是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逐渐从政

治、社会、经济各个层面撤退，发生了李鸿章所讲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化使

得儒家文化逐渐在中国精英知识界影响变小，很多人成为批评儒学的健将。比如在“五四”

时期，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成为批评儒学的健将。儒家传统事实上在中国受

到各种批评而逐渐没落。建国以来，儒家文化发展也很曲折。现在，“儒学到底有没有第三

期发展前景”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儒家传统受那么大的冲击，已经非常残破，

千疮百孔。很多象柏杨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儒家文化所带来的。在这种情

况下，儒家文化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成为大家考虑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儒家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启蒙运动代表的人文主义等的冲击，基本上被解

构了。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和经济上的农业社会与宗法社会、专制政体有

着密切的不解之缘，这被认为是儒家阴暗面的问题。从正面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经过西方现

代化的冲击，进行了自我调节。儒家作为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在受到冲击后，自己

可以进行调节。100多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西方现代化文明对儒家

文化进行一个彻底的重构。这一任务非常艰巨。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熊十力、梁

漱溟、贺麟、冯友兰、张君劢等，到 1949 年建国后海外的牟宗山、徐复观、钱穆、方东美

等一直在做这一工作。到现在为止，至少有三代人在设法对儒家传统受西方挑战、被解构以



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做些调节、进行努力。这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以前大家认

为是儒家本质定义的“三纲”现在基本上被消解掉了。而西方文化代表新的价值，如科学、

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都不是从儒家文明发展起来的。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也都接受这

些价值，并且认为是普适价值。即使是研究儒学、认同儒学的学者，也应该把这些价值融化

在儒家文化里，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儒学。更重要的挑战，还来自女性主

义、文化多元等思潮。21世纪儒学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还是一桩疑案。有的学者提出

儒学即使有发展的可能，还是不希望它发展，而是应彻底解构掉儒学。像蔡尚思先生说，“文

革”的时候是假的批评儒学，现在我们要真的批评，要把儒学基本上批判掉。李慎之先生也

从自由主义角度对儒家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去年我参加联合国文明对话小组，对此有了新的

理解。我的问题是：如果亨廷顿是正确的(亨廷顿的观点是说虽然将来西方文明面临伊斯兰

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冲突，但将来还是一枝独秀，那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是不现代的，例

如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是不现代的，儒教的权威主义也是不现代的)，那么儒家文明和伊斯

兰文明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结合。  

现在西方出现了四个潮流，强迫我们重新来理解的不仅是儒家文明，还包括其它文明，

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甚至日本神道以及各种原住民文化。最重要的思潮是“生态

环保”。这一观念认为人类成为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人类没有办法顺着西方所发展的现代

化模式一直往下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工具理性、个人中心，要控制环境，改造环境，同时

要征服自然，把自然当作消费、当作资源，能够随时滥用，这一观念有很大问题。另外，西

方女性主义的出现对儒学进行了很大的批判。女性主义出现之后，有一些基本价值：除了自

由，也提倡公义(justice)；除了理性之外，非常提倡同情和慈悲；除了提倡人权外，还重

视责任；除了提倡法制外，还提倡礼仪；除了个人以外，还比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注

重下一代，注重未来世界如何能够持久、和谐、全面发展。除了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外，还

有一个思潮是多元文化思潮。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各种不同的人种在一起，以前叫大熔炉。

后来大家不赞成大熔炉，因为大熔炉就使得各种不同文化被主流文化融化掉，但各民族应该

保持自己的特色。因此，他们又用沙拉(salad)来比喻这一文化现象。这种宰制性、强制性

的同化可能是不太健康。最后就是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出现后，地球村观念作为一种理想

出现，就需要寻找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伦理。应该说，这些现代西方思潮的出现，为儒

家传统有没有第三期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儒家传统有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主要看从事儒学

研究，或者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它如何发展。其中，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将来怎么

发展?儒学有没有前途，就是在中国大陆将来发展的过程中，儒学会不会起积极的作用?我曾

写过《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提出文化立场与经济、政治不太相同，边缘地区有时候

文化发展得很快，甚至外国人有时候对本国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研究美国民

主最好的学者是托克维尔，他是法国人；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杰出的学者伯克，他是英国人；

研究中国古代汉语，早期最杰出的是高本汉，他是瑞典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好的是剑

桥大学的英国人李约瑟。文化跟其他领域不太同，文化要靠努力去争取，不是因为我在某种

文化中蕴育出来的，我的任何行为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在一群受到某一种文化影

响的人中，他可以摧残自己的文化，他不一定是文化的承继者或发扬者，反而可能成为自己

最精华文化的摧残者。文化发展需要主动自觉的努力，需要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这

种文明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现代的文明对话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密切的关系。  

我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到底现代化有没有多元的倾向?现代化如果只是西化，没有多元

的倾向，那儒家文明要成为塑造现代化的动力，这个可能性就不大。可是，西方学者提出“多



元现代性”的观点。他们认为现代性、现代化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说东亚，像日本、

韩国都是现代化的，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不同。当然现代化也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

如说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基本理念。这样说来，到底儒家文化在将来广义的文化中国可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大问题。它不是由少数人可以做决定的。特别是这种文化到底

对中华民族的再生，或者对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有没有积极的作用?消极的问题是“儒家文化

与现代化冲突”，这个命题经过三代人的工作，就是怎样把儒家文化的阴暗面消除，成为大

家的共识。这一工作已经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以后还要继续下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挥、

发展这种文化资源。哪些文化资源能够成为把中华民族建成富强、康乐的社会提供的资源，

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我参加文明对话小组的讨论，与西方学者，包括德国神学家孔汉斯

进行讨论。他提出普适文化中有两个原则必须坚持：一是恕道原则；一是人道原则，也可以

是仁道原则。恕道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这一思想，符合文明对话的原则。

这个理由就是，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我不要强加于人。假如我认为只有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只有通过我才能得救，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观点，你本身就没有办法得救，这个就是排他性的

原则。这个排他性的原则在文明对话中起消极作用。如果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

行对话。因此，恕道原则怎样进行，是一个大问题。人道原则是把人当人看。理解另一异族

文化，是自我理解的先决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过“9·11”以后，没有进行深刻的文

化反思。美国应该想着走王道，不要霸道。如果美国不跳出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考虑区域利

益或更宽广的利益，而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原则，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到底儒家文明是不是纯粹属于东亚社会?东亚社会有几个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

个是汉字文明。 

东亚社会大部分都受汉字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家都用筷子、食稻米。到底儒家伦

理在东亚社会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对非东亚社会有没有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假

如儒家文明只能用汉字来表述，只能在东亚社会起作用，而不能跳出东亚社会，那么这个文

明将来发展的前景就很不乐观。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有各种不同的

形式。你不能说，波士顿的基督徒一定比汉城的基督徒更像基督徒；也不能说，泰国的佛教

徒一定比三藩市的佛教徒更像佛教徒；也不能说，中东的伊斯兰教徒(回教徒)一定比中国的

回教徒更像回教徒。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儒家伦理如果只停留在汉语社会，不

能用非汉语来表述，比如说，用英文、德文、法文来表述，那么儒家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性就不大。要理解儒家文明不能只从一种文明来了解，而是要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了解。中

国儒学的发展和日本、朝鲜、越南等有很大不同。韩国儒学很重视情，日本则重忠不重孝。  

儒学能不能发展，与世界多元文化将来形成怎么样的对比，与文明对话有密切关系。我

自己的希望是这样，从文化中国来看，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很大资源中的一种资源。文化中

国的资源非常丰富，儒家只是其中的资源之一。但是，不管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宽，也没有办

法整个把儒家传统包容在里面，儒家传统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日本、越南、韩国的，属

于海外东亚的华人社会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开发儒家传统资源作为中华民族进一步

发展的条件，现在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问题。这个重担由谁来承担，谁来做?现在，我提出一

个观点，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关切政治、参与

社会、注重文化的人。也就是对于人文比较有敏感的一些人。这不是精英主义的提法，而是

大众的提法。这些人不仅在学术界(因为在学术界里面，很多是专家，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

没有兴趣)，还可能在政府、企业、媒体，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运动中，他们所代

表的就是儒家传统的“士”，就是能够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关心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不是



希腊哲学家，也不是希伯莱的先知，也不是僧侣阶级，也不是印度所谓的长老，也不是佛教

里面的和尚或者尼姑，这种人和儒家传统中孔孟以来所谓的知识分子风骨很接近。在儒家传

统中，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及对文化的关注，是读书人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的“士大夫”、

日本的“武士”以及朝鲜的“两班”(包括文官与武官)，它们不仅致力于自身的修养，而且

担负着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重任。大学教育多多少少应该培养这种人。大学应加强通识

教育。大学为了什么?不只是为社会服务，大学也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为了人格的培养，为

了人才的培养，也要成为批判中心。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批判精神，不仅要政治批判、文

化批判，还要社会批判。我们讨论所谓批判精神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社会除了经济资本以

外，还要社会资本；除了科技伦理以外，还要文化伦理；不仅要有智商，还要有情商。培养

这种类型的人要靠人文学研究。人文学、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关切有内在的联系，这

个跟葛兰西所讲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孟子就认为社会有四种人，四种不同

的职业，他们都非常重要。我觉得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真正重农轻商的是法家。法家不仅

轻商，而且认为商是不合法的。法家认为两种人非常重要，一个是农夫，一个是军人，叫“耕

战”。要种田，要打战，其他的职业都不重要，读书人最糟。儒家讲“四民”，四民中间的

三民，其社会作用，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农人是生产，工人搞制造，商人通有无，任何一

个社会都需要这些人。没有这些人的话，这个社会就缺乏活力。但是，另外有一种人，既不

生产，又不制造，又不通有无，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大话的人，这些读书人，这些知识分子，

为什么要存在?《孟子》整个书里就讲了，这些人存在是必要的。因为世界、社会的意义就

靠这些人来创造。民间和政府之间的沟通要靠这些人来进行。以前总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

政权里面的依附集团，比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对孟子最大的曲解。孟子的资

源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来自他的文化传统，来自他的良知，来自他的主体性，来自天理。

有了这些就可以对政治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这些人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意义能不能够建

构，社会上的动力、活力能不能够发展，社会的良知能不能够显现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知

识分子和今天所讲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完全合拍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从文明对话、文化多元的角度，将来儒家传统有没有新的发展契机，这是我们大家所十

分关注的课题。如果说 20世纪的下半期或者 21世纪，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中华民族再生毫无疑问是一个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后面有没有更

深刻的文化信息?我们对中国威胁论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还是说中华民族的兴起，有另外

更深刻的意义?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如果她受到很多屈辱，现在重新再兴起，究竟意

味着什么?再就是中华民族的兴起对于比我们更不发达的一些地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能

否对于他们将来的发展通过“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的方式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条件?这

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切的问题。因为以前不管中国内部发生多大的动乱，对四邻，对亚太，没

有多大的影响。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能不能走出一

条成功的路来，这是不仅关切中国人本身的问题，还关系到世界的和平。正是这样，我觉得

现在重新来考虑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有一定价值。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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